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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拓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非认知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的影响。通过

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所收集的以青少年为调查对象的2013~2014年基线数据，本文考察了父母参与在

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呈现出的异质性特

点。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父母参与在家庭经济状况和青少年非认知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意味着家庭经济状况越良

好，父母对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参与越积极，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也会随之提高。本文还对父母参与在不

同样本中差异化的中介作用给出了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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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in human capital theory has sparked interest in understanding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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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ognitive ability is formed and how it impacts individuals. This paper utilizes baseline data of 
adolescents from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conducted in 2013~2014 to examine the mediat-
ing role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ception of family economic sta-
tus and adolescents’ non-cognitive ability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is role. The data analysis results 
based on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veal that family economic statu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s adolescents’ non-cognitive ability. Furthermore, it is shown that parental involvement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implying that higher family economic status 
leads to more active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their children’s daily lives and education, resulting in 
improved adolescents’ non-cognitive ability.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a potential explanation 
for the varying 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different sampl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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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人们可以通过教育等方式提高自己的能力，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水平，

但以往的研究中这种能力往往被认为是“认知能力”，包括基本的数学运算能力和读写能力、生产知识

和技术等。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Bowles 发现，当在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认知能力等一些变量后，

明瑟收入方程仍然有三分之二左右的方差不能被解释，从而认为人力资本模型中的“能力”不能局限于

“认知能力”，还应包括“非认知能力”[1] [2]。 
随着近年来研究的不断深入，一方面对非认知能力的认识逐渐跳出与认知能力相挂钩的定式思维，

开始强调其独立于认知能力之外对个体的影响。与认知能力相比，非认知能力不仅显著正向影响劳动者

的收入[3]，还影响个体的身体健康[4]。另一方面，影响非认知能力形成和发展的多种因素引起学界重视，

但由于非认知能力本身的特质和研究的局限，学界尚未对非认知能力在大样本下的测量工具达成共识。

现有研究认为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主要来自家庭投资和学校干预，其中学校偏重学业成绩，使得

对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和忽略[1] [5]。家庭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表明，父母通过

家庭环境和干预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这种影响需要长期的、父母双方的影响，因而最好在子

女幼儿时期就开始进行家庭投资[6]。 
家庭的环境对青少年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是最初的社会化场所，家庭环境的特征决定了

家庭亚文化，从而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影响[6]。从出生到步入学校再到完成学业，这期间家庭间不同的

经济状况或社会阶层都会对孩子的教育获得和能力培养造成影响[7]，进而造成个体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异

[8]。这其中体现出的教育公平问题值得我们深究。 
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父母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教育上与学校协同分工。学校注重

知识技能的培养，家庭教育则通过家训家规、言传身教引导孩子的行为处事。而随着近现代女性社会地

位的提高和全日制学校的出现，父母开始错误地认为学校可以完全地行使教育职责，自己只需要在物质

上满足孩子，从而将陪伴孩子的时间压缩投入工作。但研究已经发现，父母陪伴的缺失会对处于成长期

的子女心理健康方面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9] [10]。此外，考虑到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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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社会经济水平、家庭结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因素都将或多或少地影响

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因而本文也将尝试探讨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在城乡家庭中是否存在不同。基

于此，本文选取了父母参与这一视角，探究家庭经济状况的感知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 

2. 文献综述 

2.1. 非认知能力概念界定 

传统的人力资本模型使得早期学者对“能力”的理解局限在“认知能力”中，限制了人力资本理论

的解释力。Bowles 等人对该模型的假设进行了拓展，指出人力资本模型的“能力”除已经被广泛认可的

“认知能力”之外，还应包括“非认知能力”，这部分对个体的学业成就和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具

有重要影响，凸显了非认知能力的经济价值[11]。因而在经济学中，非认知能力被视作与受教育程度以及

计算能力、语言能力、记忆力等认知能力相对应的，可用人格特质进行衡量的能力[12]。随着研究不断深

入，非认知能力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重视和验证[13]。 
虽然还未达成统一标准，但目前国外最常使用并被普遍接受的非认知能力测量工具有自尊量表、内

外点控制量表、大五人格因素量表等[14] [15]。其中大五人格因素量表将人格分为五个不同的维度：情绪

稳定性、开放性、宜人性、外向性、尽责性。该模型的适用范围较广，认可度较高，国内现有研究也多

以大五人格量表为基础，并在此之上引入如社交能力[4]、自我认知[5]、朋友质量[16]等其他相关指标。

由于其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和实用性，本研究也将基于大五人格模型展开，结合问卷设计构造指标。 

2.2. 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现有研究普遍表明，儿童和青少年对家庭的经济状况的感知对个体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高收入的

家庭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文化和智力资源相比低收入家庭更为丰厚，更好地为子女的成长和教育提供物

质保障[17]。国外研究中，Fletcher 和 Wolfe 使用美国幼儿园至五年级孩子的面板数据检验家庭收入对于

孩子幼儿期到少年期的非认知技能的影响，结果显示，孩子入园起就存在因家庭收入不同而导致的非认

知技能的显著差异，且差异会随着年级的升高不断扩大[18]。国内研究中，杜屏等人通过调查天津部分小

学的三、四、五年级学生得出，父母工资收入与子女非认知技能的发展具有显著相关性，并呈现非线性

的复杂关系[5]。王慧敏等人实证发现，接受学前教育能够使青少年具备更高的非认知能力，在社会交往

和自我效能方面都有更好的表现，但学前教育存在家庭背景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孩子更可能

接受学前教育，从而影响其非认知能力的发展[7]。 

2.3. 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 

“父母参与”作为于 18 世纪初便由部分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提出的概念，至今仍未在学界得到统一

的界定，现有研究大多广泛使用 Colman 对父母参与的定义[19] [20]。Colman 将家庭中父母参与子女的生

活和教育看作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将父母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与子女的成长发展连接到一起，从而影

响青少年时期子女人力资本的发展和成年后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取得[19]。Colman 还提出社会资本在人

力资本的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当父母子女与家庭外部，如孩子同学的父母或孩子的老师构成社会网络

的充分闭合时，子女会得到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本[19] [20] [21]。而父母参与就是社会闭合的一种具体形式，

包括父母与孩子交流、监督和指导孩子的学习、为孩子读书和带孩子参加文化活动等行为[22]。 
父母参与会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家庭压力理论模型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造成父母迫

于生活的压力，对子女的教育缺乏耐心和自信，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在教育上帮助孩子，从而抑制父母参

与子女生活和教育的积极性[23]。同时，较低的家庭收入会使父母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以期为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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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相应减少陪伴辅导子女的时间[22]。此外，相较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低的家庭更多地使用专制型的教养方式，父母对子女要求严格但沟通较少，倾向于使用惩罚或

强迫而非沟通和解释的方式要求子女服从[24]。 
研究表明，父母参与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能够对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提升他们

的人力资本。父母的积极参与和陪伴能够有效促进子女自我效能感的形成[17]，满足青少年的心理需求，

引导青少年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较强的自控能力[25]。同时，良性的亲子交流可以帮助子女形成亲社会

行为，降低青少年违纪和犯罪的几率[26]。但也有研究提出，父母参与应适度，过度的父母参与和不当的

参与方式有可能会激起青春期的子女强烈的逆反心理，导致不良行为的发生，更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子

女形成反社会性心理和反社会性行为[27]。 

2.4. 提出假设 

目前已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父母参与在家庭经济状况和青少年非认知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父母参

与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外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一些与父母参与有关的变量(如参与教育的时间、教

育资源投入等)的影响后，家庭收入对子女的发展仅有微弱的直接作用[28]。而国内的研究中，刘保中等

人的研究发现，尽管良好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为青少年提供了经济和人力资本优势，但这种优势需要通

过积极的父母参与的方式转化为实际作用到子女身上的有效助力[21]。这些研究结果都部分证明了，父母

参与在家庭经济状况和青少年非认知能力之间可能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从父母参与角度

出发，探究青少年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感知对自身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并发掘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三条基本假设： 
H1：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H2：父母参与在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3：家庭经济状况感知通过父母参与间接影响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路径存在异质性。 

3. 数据和变量说明 

3.1. 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所提供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以下简称 CEPS) 2013~2014 年基线数据，该数据以初中七年级和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

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口流动比例为分层变量，采用多阶段的概率和规模成比例进行抽样，

从全国随机抽取了 28 个县级单位(县、区、市)、112 所学校、438 个班级的 19487 名学生，该样本在全国

范围内具有代表性。本研究选定七年级的学生数据和家长数据作为数据样本，剔除无效样本和变量缺失

值后，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 5508 个。使用 SPSS 22.0 和 AMOS 25.0 统计软件通过潜变量的结构方程

模型验证中介效应。 

3.2. 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非认知能力。由于国内学者对非认知能力的测量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根据已有文

献和 CEPS 的问卷设计结合大五人格特质模型，构造自我效能、情绪稳定性、自控力和宜人性四个非认

知能力的测量指标[3] [4] [29]。变量的测量题目如表 1 所示，每个问题的选项用数值代表程度，得分越高，

说明个体在人格特质方面越积极；家庭经济状况感知为解释变量。问卷中询问了学生目前的家庭经济状

况，选项代表感知程度，分值越高，说明学生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感知越良好；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父母

参与虚拟变量，分别包括亲子交流、生活管教、学业辅导、文化活动参与和成瘾行为控制。变量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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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如表 1 所示，选项用数值代表频率，数值越高，说明父母对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参与程度越高；本文

选取了四个控制变量，分别对应个体特征和父母特征两个方面。代表个体特征的变量有性别和户口，代

表父母特征的分类变量为父母最高职业和父母最高学历，具体分类指标见表 1。 

4. 数据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表 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指标 编码 平均值 标准差 

家庭经济状况感知 1 = 非常困难，2 = 比较困难，3 = 一般，4 = 比较富裕，5 = 很富裕 Eco 2.84 0.568 

自控力 
就算是不喜欢的功课也会尽力去做 A1 3.45 0.732 

就算功课需要花好长时间才会做完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 A2 3.55 0.693 

自我效能感 

我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意见 B1 3.17 0.765 

我的反应能力很迅速 B2 3.08 0.742 

我能很快学会新知识 B3 3.07 0.76 

情绪稳定性 

过去七天，是否感到沮丧 C1 3.87 0.899 

过去七天，是否感到抑郁 C2 4.17 0.941 

过去七天，是否感到不快乐 C3 3.84 0.958 

过去七天，是否感到生活没有意思 C4 4.39 0.937 

过去七天，是否感到悲伤 C5 4.06 0.942 

宜人性 

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 D1 3.35 0.772 

我认为自己容易相处 D2 3.24 0.812 

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 D3 3.23 0.84 

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 D4 2.88 0.989 

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 D5 3.06 0.894 

学业辅导 
上个星期，你的父母有没有检查你的作业 E1 2.63 1.169 

上个星期，你的父母有没有指导你的功课 E2 2.27 1.145 

生活管教 

你的父母在每天上学方面管你严不严 F1 2.43 0.641 

你的父母在每天几点回家方面管你严不严 F2 2.37 0.622 

你的父母在和谁交朋友方面管你严不严 F3 2.15 0.702 

你的父母在穿着打扮方面管你严不严 F4 2.16 0.688 

成瘾行为控制 
你的父母是否严格控制你的上网时间 G1 2.65 0.58 

你的父母是否严格控制你的看电视时间 G2 2.43 0.643 

亲子交流 

父母是否经常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 H1 2.21 0.541 

父母是否经常与孩子讨论孩子与朋友的关系 H2 2.07 0.61 

父母是否经常与孩子讨论孩子与老师的关系 H3 2.13 0.64 

父母是否经常与孩子讨论孩子的心情、心事或烦恼 H4 2.06 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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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文化活动 

父母与孩子一起读书、做运动的频次 I1 3.75 1.77 

父母与孩子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的频次 I2 2.49 1.456 

父母与孩子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的频次 I3 2.55 1.547 

性别 女孩 = 0，男孩 = 1 Sex 0.49 0.5 

户口 非农业户口 = 0，农业户口 = 1 RPR 0.49 0.5 

父母最高职业 

1 = 无业、失业或下岗，2 = 农民，3 = 个体户，4 = 商业与服务业一

般职工，5 = 生产与制造业一般职工，6 = 技术工人，7 = 教师、工

程师、医生和律师，8 = 企业或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9 =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领导与工作人员 

Max 4.98 1.967 

父母最高学历 1 = 没受过任何教育，2 = 小学，3 = 初中，4 = 中专/技校，5 = 职业高

中，6 = 普通高中，7 = 大学专科，8 = 大学本科，9 = 研究生及以上 
stprhedu 4.81 2.293 

 

表 1 报告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样本的分布均较为平均，男生

占比为 49%，农业户口的学生占比为 49%。表中各非认知能力的观察变量均值几乎都高于 3，说明样本

中的青少年均具有较为良好的非认知能力。父母参与的各个观察变量均值均大于 2，总体上父母对子女

学习和生活的参与频率较高。 

4.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自自我报告的学生问卷，结果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造成研究结果偏离真实情 
 

 
注：研究中所有涉及显著性表示的均为*p < 0.05，**p < 0.01，***p < 0.001。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perception of family economic status 
on adolescents’ non-cognitive ability 
图 1. 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影响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结构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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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本研究使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模型中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表明，通过对纳入检验的 30 个

题项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 9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19.44%，低

于 40%的临界标准，可以认为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为了验证 H1，本研究建构了家庭经济状况感知为外生变量、非认知能力为内生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

型(见图 1)。模型各项拟合指标为 x2∕df = 15.439，CFI = 0.945，TLI = 0.935，RMSEA = 0.050，其中 x2∕df
为卡方自由度比值，通常认为该比值小于 3 时模型拟合良好，但由于卡方检验的值容易受到样本容量的

影响，不适用样本数量较大的样本模型，根据温忠麟等人的建议选择其他指标判断[30]。模型的近似误差

均方根(RMSEA)小于 0.08，非规范拟合指数(TLI)和相对拟合优度指数(CFI)大于 0.9，说明建构的结构方

程模型达到了可以接受的拟合要求。检验结果看，家庭经济状况对非认知能力的直接效应为 0.172，且 p 
< 0.001，说明家庭经济状况对非认知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H1 得证。 

为了验证 H2，研究建构了家庭经济状况为外生变量、非认知能力为内生潜变量、父母参与为中介变

量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2)。从检验结果看，模型各项拟合指标为 x2∕df = 10.306，CFI = 0.913，TLI = 0.905，
RMSEA = 0.040，表明模型拟合良好，能够比较真实准确地反映各个变量的作用。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在中

介变量的影响下对非认知能力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β = 0.067, p < 0.001)，证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个体

的非认知能力相应越高；同时，父母参与作为中介变量对非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 0.558, p < 
0.001)，即父母越多的参与可以带来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同时，家庭经济状况对父母参与也存在显著

的正向影响作用(β = 0.195, p < 0.001)，即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父母就会越多地参与子女的学习和生活。 
 

 
Figure 2. Relationship mechanism among parental involvement, perception of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non-cognitive ability 
图 2. 父母参与、家庭经济状况感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关系机制 
 

为了验证父母参与在家庭经济状况预测非认知能力中所起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本研究采用偏差校

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重复取样 5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并计算 95%的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

中不含零，则说明具有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在家庭经济状况对学

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区间中，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值为 0.109，占总效应的 61.93%，置信区间为[0.087, 
0.133]，区间不包含 0，因而可以得出结论，父母参与在家庭经济状况与个体非认知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显著，H2 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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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ediating effect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Bootstrap estimation 
表 2. Bootstrap 估计的中介效应及 95%置信区间 

路径 中介效应占比 β Boot SE 
Bias-Corrected 95% CI 

Lower Upper 

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参与→非认知能力 61.93% 0.109*** 0.011 0.087 0.132 
 

为了检验 H3，本文对中介模型进行了多群组分析，用以检验非农村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组样本在中介效

应上的差异是否显著。图 3 中分别呈现了基于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两组样本的中介模型运行结果。从模型的

检验结果来看，模型拟合良好。表 3 展示了基于两组样本的标准化的中介效应结果，虚线代表系数不显著。 
 

 
(a) 非农户口样本                                        (b) 农户口样本 

Figure 3.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based on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ample and 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
istration sample 
图 3. 基于非农户口和农村户口样本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非农户口样本中，家庭经济状况通过影响父母参与显著地间接影响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但家庭

经济状况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并没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查看中介效应表(见表 3)可知，城市家庭

中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占比达到 80%以上，根据温忠麟等学者所提出的判断标准，可以认为在城市家庭

中，父母参与在家庭经济状况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31]。 
而对于农业户口样本而言，家庭经济状况一方面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另一方

面通过父母参与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有显著的间接影响。表 3 显示，农村家庭中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占

比为 43.41%，即父母参与在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综上，农村样本中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影响的总效应为 0.182，大于城市样本的

0.126。其次，父母参与在城乡样本中均表现出显著的中介作用，但是中介效应的程度存在差异，农村样

本中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占比为 43.41%，说明还有部分影响通过家庭经济状况直接作用于青少年非认知

能；而城市样本中父母参与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说明在城市家庭中家庭经济状况主要通过父母参与的方

式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这说明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在不同的家庭条件下存在异质性，H3 得证。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table of Bootstrap estimation under different samples  
表 3. 不同样本下 Bootstrap 估计的中介效应及 95%置信区间表 

路径 样本 中介效应占比 β Boot SE 
Bias-Corrected 95% CI 

Lower Upper 

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参与→非认知能力 

全样本 61.93% 0.109*** 0.011 0.087 0.132 

城市 80.95% 0.102*** 0.017 0.069 0.136 

农村 43.41% 0.079*** 0.014 0.052 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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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家庭视角出发，基于 Coleman 的社会资本理论，探寻影响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因素和作

用机制，通过对 CEPS 数据进行分析，实证分析结果主要验证了三个假设：一是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青

少年非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二是父母参与在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中起

中介作用；三是家庭经济状况通过父母参与间接影响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路径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 
首先，分析结果验证了家庭经济状况感知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介模型的结

果也证实了父母参与在家庭经济状况和青少年非认知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意味着家庭经济状

况越良好，父母对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参与越积极，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因而对于家庭经

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可以通过加强积极有效的父母参与来帮助子女减弱对非认知能力的消极影响，从而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最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其次，具体地观察父母参与对非认知能力各个维度的影响可以发现，父母参与对青少年的自我效能

感和宜人性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处于心理发展的敏感时期，需要父母的引导和陪伴，当

父母更多地关心子女、参与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子女的自我效能感会有所提升。当父母的关心和陪伴增

加时，子女会更多地感到家庭的温暖和归属感，提升他们的自尊水平，使他们更关注社会赞许和认同，

促使其做出亲社会行为。同理，父母在子女的生活和教育中缺位，会对青少年的自信心和人际关系方面

带来消极的影响。 
再者，研究发现，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存在异质性。尽管在总样本、非农样本和农村样本中，父母

参与的中介效应都是显著的，但是样本之间存在着影响路径差异。城市家庭中父母参与对青少年非认知

能力的发展影响更大，存在着完全中介效应。而在父母参与的中介影响之下，农村家庭的家庭经济状况

仍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发展有着直接且显著的影响，父母参与的中介影响没有城市家庭显著。因而可

以认为在城乡不同的家庭经济状况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影响的路径分析中，父母参与的中介效应存在着

差异。 
最后，本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改进。一是尽管教育领域经常使用 CEPS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且信效度被大量研究所证实，但其本身并不是用于测定父母参与和青少年非认知能

力的测量工具，加之业内尚未形成对父母参与和非认知能力的定义的共识，本文中采用的变量可能并不

能完整地定义这二者，从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二是未能考察不同发展时期的青少年非认

知能力发展的特点以及背后的其他影响因素，不足以进一步展示父母参与程度及其中介作用是否在孩子

不同的年龄段有差异，缺少纵向对比对假设的验证，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存在片面性，后续也将继续使用

CEPS 的追踪调查数据对同一样本进行纵向比较，并对结论进行再验证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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